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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古籍项目的规划组织和实施

杜泽逊

【摘要】古籍整理项目中不乏大型项目，大型项目也是集中反映一个时期文化水平的标

志性成果。总结大型古籍项目的规划方法、组织实施经验，是一个值得研究探索的课题。

本文系古籍编辑培训班讲义基础上修订而成，通过对古代大型项目的规律总结，结合本人

实践经验，探讨了大型古籍项目的规划与组织实施等方面的问题，以期对重要的大型古籍

项目的出版史研究乃至当下古籍整理出版活动的开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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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古籍项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一个时期的文化标志，汉代的《熹平石经》、唐代的

《开成石经》、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等，都是

文化史上的里程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有属于时代的文化标志，规模宏大，结构谨严，质量

优异，代表当代学术的最高水平，可以传之久远，用之久远。我们必须积极从事大型项目的规

划和实施，从中摸索经验，培养优秀的主持者。大型古籍项目的优秀主持者缺乏，是我国目前

不能有效地组织实施大型古籍项目的关键。当然，有关制度的制定也是当务之急。积极争取

项目的多，拿出优秀成果的少，这是我国大型古籍项目的现状。在新形势下，如何提出科学的

规划，并有效地组织实施，拿出高水平的成果，仍然是一个需要研究探索的课题。

一、大型古籍项目的规划

( 一) 大型古籍项目的类型

1．古籍影印。如民国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二三编、《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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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新中国成立后的《古本戏曲丛刊》，“文化大革命”后的《古逸丛书三编》( 中华书局) 、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齐鲁书社) 、《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敦煌吐鲁番文献

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华再造善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地方志集成》( 巴蜀书社、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 、《中华

大藏经》( 中华书局) 、《原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甲库善本丛书》(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民国丛

书》( 上海书店) ，台湾的《中国方志丛书》( 成文出版社) 、《清代硃卷集成》( 成文出版社) 、

《百部丛书集成》( 艺文印书馆) 、《敦煌宝藏》( 新文丰出版公司)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文

海出版社) 等。

2．古籍编纂。如《二十五史补编》( 排印无断句，开明书店) 、《全宋诗》( 北京大学出版

社) 、《全宋文》( 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全宋词》( 中华书局) 、《全元文》( 凤

凰出版社) 、《全元戏曲》(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两汉全书》( 山东大学出版社) 、《中华大典》

( 多家出版社) 等。

3．点校及注释丛书。《十三经清人注疏》( 中华书局) 、《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 、《新编

诸子集成》( 中华书局)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中华书局) 、《中国古典文学丛书》( 上海

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儒藏》(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中华书局)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中华书局)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 中华书局) ，《全宋笔记》( 大象出版社) 等。新中国成立前商务印书馆的《丛书集成初编》

是断句本，有小部分影印。

( 二) 大型古籍项目规划的类型

1．国家政府直接规划。历代官府校书、抄书、刻书，是大型古籍项目的主体。东汉蔡邕

主持刊刻《熹平石经》，唐开成年间刻《开成十二经》，北宋初在成都刻《开宝藏》，北宋初官

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明永乐修《永乐大典》，明代南京国子监

刻《二十一史》、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十三经注疏》，明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

《北藏》、正统《道藏》，清武英殿刻《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扬州诗局刻《全唐诗》《全唐

文》，内府刻《佩文韵府》、内府铜活字《古今图书集成》、木活字《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内府

刻乾隆版《大藏经》，乾隆敕修《四库全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二十四史》《清史稿》

《资治通鉴》点校，就是国家规划实施的大型丛书的典范。国家政府规划并且承担全部经

费，是这类大型项目的基本特点。

2．地方官府或官方部门规划。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陆续刻八行本诸经注疏( 《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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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毛诗》、《周礼》、《礼记》、《论语》、《孟子》、绍兴府刻《左传》) ，清代南昌府学刻

《十三经注疏》，广东学海堂刻《皇清经解》，五局合刻《二十四史》( 金陵、江苏、浙江、淮南、

崇文) ，浙江书局刻《九通》《二十二子》，山东书局刻《十三经读本》，广雅书局刻《广雅书局

丛书》。近年来，山东省政府特别立项出资编印《山东文献集成》也属于这类项目。这类项

目的特点是地方政府规划或地方政府立项，并资助完成出版。

3．私人规划。明嘉靖间江以达、李元阳在福建刊刻《十三经注疏》，明毛晋刻《十三经注

疏》《十七史》《六十种曲》《津逮秘书》，清伍崇曜刻《粤雅堂丛书》、钱熙祚刻《指海》《守山

阁丛书》、鲍廷博刻《知不足斋丛书》、丁丙刻《武林往哲遗著》《武林掌故丛编》、盛宣怀刻

《常州先哲遗书》、张寿镛刻《四明丛书》等。

4．出版社( 或公司) 规划。这是近代以来的现象，商务印书馆为代表，上面说的《四部丛

刊》《丛书集成初编》《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都是商务印书馆自己规划、自己出

资、自己整理并完成出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版社改为国营，不再是私有企业，就和清代地方书局相似

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就类似宋明时期的国子监、清代的武英殿了，

与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有很大区别。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社又由事业单位改制成为国有

企业，自负盈亏。国有企业就目前而言，出版社要独立规划并完成大型古籍项目，有一定困

难。为什么当初商务印书馆可以办到的，今天反而办不到了? 是资金缺乏? 还是人才缺

乏? 还是决策机制有问题? 还是兼而有之? 我想出版社应能找到答案。

目前现状是，出版社规划大项目，须向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国家出版基金

或各省财政申请资助，成为出版社与政府合作项目。

学者规划大型古籍项目，其实只是表面，实质上必须与出版社及政府部门三方合作，方

可取得资金，付诸实施。高校教师规划项目，可以从学校获得部分资金，大都不能满足全部

资金要求，因为学校能力有限，最终需要谋求各级政府立项资助，而本质上学校和政府资

助，均是官方经费。其模式是个人、单位、政府部门、出版社之合作。

二、大型古籍项目规划的时机与方法

大型古籍项目，与个人独立专著有很大区别。个人专著可以在各种条件下从事，哪怕

战火纷飞、饥饿、疾病，都可以克服。这种例子非常之多。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论再生

缘》，都是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完成的。而日本人山井鼎的《七经孟子考文》，是在重病和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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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完成的。可是，大型古籍项目对客观条件的依赖程度非常高，政治条件、经济条件、文化

条件，都应考虑在内。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编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因“一·二八”事变而

中辍。顾颉刚在 20 世纪 40 年代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规划的“二十四史”点校，虽然有计

划，却无法实施。在战争年代，在类似于“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岁月，大型古籍项目难以规

划; 而在经济困难的新中国最初阶段以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阶段，同样不是大

型古籍项目规划的适宜时机。历史上有“盛世修史”的说法，其实就是大型古籍项目规划的

时机问题，只有在和平发展阶段，才适宜规划大型古籍项目。“文化大革命”后全国高校古

委会规划的《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两汉全书》次第完成问世，古籍小组规划的《中华

大藏经》《中国古籍总目》也先后完成出版，这就是盛世修书的最好例子。

有了条件和时机，还要学会规划的方法。如何才能提出好的规划? 这必须了解古籍，

认识古籍，掌握古籍的特点和规律。中国古籍有系统性、连续性特征。孔子整理六经( 《易》

《书》《诗》《礼》《乐》《春秋》) ，成为中国古籍的主要源头。后来的古籍往往是对六经的续

作、仿作、注释、评论。《春秋》有三传( 《左传》《公羊传》《穀梁传》) ，又有杜预注《左传》、何

休注《公羊传》、范宁注《穀梁传》，三注又有孔颖达疏、杨士勋疏、徐彦疏，清人又有刘文淇

《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以及《公羊》《穀梁》的新疏。《诗经》有毛传、郑

笺、孔疏，又有清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刘台

拱《毛诗后案》。六经的《乐》失传了，还有“五经”，而《春秋》有“三传”，《仪礼》之外有了《周

礼》《礼记》，加上《尔雅》《孝经》《论语》，宋代加上《孟子》，成了《十三经》。《十三经》有白文

( 《开成石经》为白文十二经，清代补刻了《孟子》，成了白文十三经) ，有《十三经注疏》。

司马迁作《史记》，说是上继《春秋》，班固作《汉书》以继《史记》，再后来有了《后汉书》

《三国志》，至《明史》，成了“二十四史”。北洋政府时期加上柯劭忞《新元史》，开明书店出

版了《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还缺少一些志、表，例如《后汉书》《三国志》都没有《艺文

志》，就有人补作，开明书店把这些补作编成了《二十五史补编》。其他的接续行为也非常

多。司马光有《资治通鉴》，徐乾学、毕沅就先后修了《续资治通鉴》，后来又有了《明通鉴》。

袁枢有《通鉴纪事本末》，就有人作《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有《大元一统志》，就

有《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又有康熙《一统志》、乾隆《一统志》、嘉庆

《一统志》、道光《一统志》。至于地方志，更是六十年一修，家谱的续修也连绵不绝。典制方

面，杜佑有《通典》，郑樵有《通志》，马端临有《文献通考》，称“三通”，乾隆间有“续三通”

“清三通”，形成了“九通”，加上刘锦藻的《清续文献通考》，成为“十通”。其实还缺《清续通

典》《清续通志》，应有“十二通”，这有待于规划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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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规划大型古籍丛书，就要抓住古籍的系统性、连续性特征。宋人有《十七史》，明人

有《二十一史》，乾隆间武英殿刻《二十四史》，就是从连续性上考虑的。康熙修《全唐诗》、

嘉庆修《全唐文》，引发了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后来的《全宋词》《全宋

诗》《全宋文》《全唐五代词》《全金元词》《全明词》《全元文》等，都是接续《全唐诗》的。

“全”字头就是一个系统。乾隆修《四库全书》，才有了民国间《续修四库全书》的规划，却无

法实施，到“文化大革命”后才由古籍小组立项、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而在此之前，古籍小

组规划、北大季羡林主编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也是《四库全书》的续补之巨制。还有

《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性质相似。笔者认为应当规划《四库全书三编》，接

续《续修四库全书》，这个任务亟待规划上马。

古人喜欢编丛书，从“六经”开始就有“丛书”的性质。东汉刻《熹平石经》其实是丛书

的实物，以后唐《开成十二经》，也是石头上的丛书。五代时国子监刻《九经》，北宋初年在成

都刻《开宝藏》，也是丛书的早期产品。明清时期丛书出版风起云涌，至今不衰。大型古籍

项目的重要形式其实是丛书，而影印技术为大型丛书带来了新的便利。《四库全书》是丛

书，全部誊抄七部。至于明清大型丛书，都是雕版印刷，仍然十分不易。

古籍编纂，是大型项目的又一种途径。曹丕敕编《皇览》就是大型项目，后来武则天时

许敬宗主修的《文馆词林》一千卷，北宋的《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也是一千卷，

清初《古今图书集成》达一万卷，都是编纂而成的类书式总集。

明清时期档案、实录的编纂也形成系列，民国以来的档案整理成就尤大; 民间文书的整

理，近年取得很大成就，都具有系统性、连续性、互补性，是进行规划的重要角度。

地方文献的编纂，也是重要的角度。各种地方丛书，如《盐邑志林》《金华丛书》《云南

丛书》《豫章丛书》《台州丛书》，直到《山东文献集成》，可以从不同省、地、县着手，天下配

套，前景广阔。

地方诗文集汇编也具有系统性、配套性。《山左明诗抄》《国朝山左诗抄》《国朝山左诗

续抄》《补抄》《国朝山左诗汇抄后集》，前后相连，收山东明清诗人五百年间 2187家的诗作，

人系小传。当然，道光以后的山左诗人诗作还需要有一部续编。其他省市县也有不少地方

诗文总集。

中国的科举文献，例如历朝登科录、同年齿录、历朝进士名录、历朝硃卷，也是配套成

龙的。

哈佛燕京学社有《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辽金元传记三十种综合引得》《八十

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也是配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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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规划要合乎传统体制，要讲究于古有征。自创体例也可以，但要慎重，不能非牛非

马，贻笑大方。

三、大型古籍项目的组织和实施

大型古籍项目组织和实施有巨大的困难。

( 一) 资金问题。大型古籍项目的资金消耗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一般说来有政府资助

( 《山东文献集成》由山东省政府资助) ，有关部门立项，如国家出版基金、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领导小组资助。这些资助多用于出版。研究过程中的开支，则需要由科研部门立项，包括

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各省社科项目等立项

资助。也有私人投资或公司投资情况，也有出版社投资或民间募集资金情况。而这类投资

与政府资助有很大区别，那就是政府资助并不需要还本付息，而私人或公司或民间集资或

出版社投资，大都需要还本付利。借资则要还款及利息，都有巨大风险，一般不提倡。如果

无法解决资金问题，则根本无法组织实施大型项目。当然，资金可以先筹一部分即可上马，

边干边筹集，其中的关键是要拿出精品来，只有这样，才可以获得后续资金。

( 二) 专业团队。有了资金，就可以组织专业队伍开展古书的收集、整理和出版了。

专业团队的组织又是一大难题。一般有这样四种模式:

1．主持人邀请专家组成队伍。

封建社会有游幕制度，有实力的官员可以聘请专家从事大型古籍项目。清代阮元纂辑

《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等，都是自己邀请学者合作完成的。徐世昌的《晚晴簃诗汇》

也是邀请专家成立“晚晴簃选诗社”完成的。这需要有学识，有财力，有人脉，有组织能力。张

元济编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撰写《校勘记》一百数十册，当时成立“校史处”，汪诒年、蒋仲茀、

赵荣长、王绍曾、胡文楷等参加工作，这是由公司聘请专业人员完成大型古籍项目的例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类私人出资邀请专业人员完成大型古籍项目的情况不是太

多，而私人筹集资金邀请专业人员完成大型项目的倒也有很成功的例子。《四库全书存目

丛书》就是刘俊文教授个人筹集资金，邀请专业人员共同完成的。该项目是 1992 年国务院

第三次古籍规划会议上由周绍良先生提出的，经刘俊文先生等以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

分会名义上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立项，请季羡林先生任总编纂，刘俊

文教授任工作委员会主任实际负责。项目名义上是国家项目，实际上是以个人之力组织专

业队伍、筹集资金完成编纂并出版的。如果不是政府立项，则专家队伍请不到，图书馆不一

26 中国出版史研究 2018年第 1期



定提供底本，缺乏号召力，而且参加人员需要单位同意，发给工资，不算离岗，这其中北京大

学提供了几十间房子，还有其他支持，因此仍应认为是政府与学者合作。

2．主持人邀请，同事自由结合。

一般为一个单位的或几个单位的。《全宋文》《全宋诗》《全元文》《杜甫全集校注》都是

这种模式。这种模式也有单位支持和民间结合之别。单位支持，以上几部大书都是如此，

那么参加者可以把大项目作为工作岗位的任务，单位发工资，这种情况有一定保障。这种

方式的问题是旷日持久，主持人之外的成员没有时间从事个人研究及论著写作，没有成果，

评职称晋级有困难。几大项目都有这个问题。至于民间自由合作，就更困难，除了上面的

评职晋级问题外，还有单位不发工资的问题，势必要在完成本职工作任务的前提下，业余参

加。这类情况也较常见。

同事的合作，进行过程中的困难已如上述。成功之后的困难依然存在，例如评价体系，

重视第一主持人、第一作者、第一获奖人。笔者参加的几个大项目，几乎都不挣分。如《清

史稿艺文志拾遗》虽获教育部一等奖，但因为只奖励第一作者，作为参与者的笔者只得 0

分。所以同事的合作，许多中途解体，抑或是成功之后“一把辛酸泪”。

3．单位行政命令，集体完成。

古代官方项目大都如此，《四库全书》《全唐诗》《全唐文》都是靠行政命令调集专家开

局修纂的。今天这种情况也有一些。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就是行政命令调集专家完

成的。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要求成员必须参加集体项目，这一模式颇为有效，比同事自由

结合为好，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见，需要妥善处理。不过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4．师生合作。

这种模式本来理工科较多见，文科少见。笔者个人从国家清史项目到《山东文献集成》

《十三经注疏汇校》，都是师生合作，谢绝同事参加，即使门生，变成同事后也就不再要求参

加了。原因很简单，上面的同事合作困难显而易见。师生合作，关系易处，而困难在于学生

水平相对不高、不齐，流动性大，无可奈何。因此，师生合作不是什么项目都合适的，要根据

队伍水平合理规划难易适中的项目。一般古籍影印、编纂、校勘，大都可以适应。

组织专业队伍，带头人是关键，带头人是项目主持人，第一作者、第一获奖人，也是最大

的受益者。主持人理应考虑这些因素，对合作的学生有感激之心，尽量把经费用在学生身

上，充分尊重学生的权利和人格，对学生要爱护，帮助学生谋划出路、提升业务水平。只要

以诚待学生，学生会拥护主持人作为成果的第一署名人，而不会因此离心离德，更不会因此

偷工减料、不负责任。师生友谊和互敬互爱，尤其是带头人为学生谋利益，是合作成功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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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条件。主持人自私、小气，那根本不能也不适合组织大项目，这是必须弄明白的。

主持人必须承认团队成员之间的差别，责任心有差别，水平有差别，性格粗细有差别。

承认差别，才可以合作，因为承认差别，才可容忍成果存在内部水平差别，才能容忍成果存

在某些缺点，才能设法弥补这些缺点，才能真正让水平稍欠缺者也能愉快地参加项目。如

果有一点失误就当面批评，大会小会不指名地批评，都会伤害自尊，导致队伍解体，项目无

法成功。

( 三) 目标设定要难易适中。项目设定的目标要根据主持人以及学术队伍的学术水平、

客观条件来确定，不能脱离实际。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只能失败。黄宗羲曾打算汇集古经

解，《尚书》“曰若稽古”已汇为五大册，不切实际，只能放弃。笔者规划《十三经注疏汇校》，

在版本上只选骨干版本，每经校本十八九种，这需要经验和专业知识，否则应校的没校、不

应校的校了，达不到学术目的。同时我决定“死校”，即只校版本，不校引文( 他校法) ，不做

考证( 理校法) ，就是只校异同，不论是非。有的先生当面告诉我“这样做没有意义”，他说:

“只校异同，谁不可以做? 不足以显示水平。”这当然很有道理。校勘学推崇王念孙、钱大昕、

段玉裁，但是那种理校法，现在看来，精彩处令人钦佩不已，而武断者也往往而有。如果水平不

够，还是以对校为基本方法。如果对校之后再加上是非案断，那是比较理想的办法，专家队伍

具备这个水平，完全可以这样做。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就是既校异同，也加判断。但笔

者本人经学水平不高，学生水平更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设定目标为校异同，不论是非，不加按

语。事实证明，这种死校工作是有意义的，而且意义重大，解决了很多学术问题，揭示了很多不

为人知的学术现象。当然不加按语并非没有看法，这些看法可写成札记，另行发表。这种灵活

的方案，是实事求是的，是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我国有关部门规划的大项目，有的启动不久

即告停工，不是人事问题，而是工程浩大，看不到头，“望洋兴叹”，只能停工。

( 四) 程序设计要科学。项目的进展程序的设计，也是成功的关键。中华书局徐俊先生

曾说过用程序约束质量，笔者非常赞成，并且也一直这样努力。《十三经注疏汇校》，先分

校，即一个版本对另一个版本，形成分校记，而每一个版本都换人校三遍，签名。形成了互

相复审、互为监督的机制，而复审复校发现的问题，有选择地交流，不公开，不展览，以免伤

人自尊，破坏团结。

( 五) 组织管理要有章法。要有一定的组织约束，不能太严，也不能放任自流。要有分

组，承担不同任务，委任组长。要定期开会，交流意见，总结经验，克服弊端。任务分下去，

长期交不上来，就要另想办法，再请他人。

( 六) 主持人必须参加实际工作。主持人不能挂名不干事，否则，不了解项目存在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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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也无法让同人服气。最终定稿必须主持人亲自完成，或主持人亲自参加，组织骨干成员

共同完成。主持人不干事，或者年老了不能干事，又没有得力的人协助主持，是项目中辍的

原因之一。

( 七) 以项目出人才。项目出人才，历史上例子很多。顾祖禹、胡渭参加徐乾学《大清一

统志》，完成《读史方舆纪要》《禹贡锥指》，成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参加项目，可以说是学

徒。笔者参加王绍曾先生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学会了目录学，有了主持《清人著述总

目》《清史艺文志》的经验; 参加王绍曾先生主持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整理，学会了

校勘学，有了主持《十三经注疏汇校》的经验; 参加季羡林先生主编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提高了版本学水平，也借机完成了《四库存目标注》，并学会了参与主持《山东文献集成》这

样的重大影印项目。可以说，参加大项目，就如参加大战役，是学会领兵打仗的唯一办法。

未来的大型项目主持人，就是今天参加大项目的年轻人当中的优秀分子。青年人参加集体

项目，尤其是跟随老一代知名学者从事项目，是一种学习的良机。不要眼光短浅，只顾眼前

利益，认为自己得不到科研成果分，得不到奖励分，也得不到经济收入，就认为是吃亏。如

果这样认为，那就不能真心实意地参加，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自己承担的部分，无论质量还

是进度，都难以达到主持人的要求，与主持人之间难以培养友谊，也就不可能从主持人那里

得到学术传承，可以说进退失据，一无所获。这是应当高度重视和深刻认识的。“将心比

心”“以心换心”，这对主持人和参加者都是很好的告诫。笔者常说，如果你跟随巴顿将军横

扫过欧洲战场，那么作为一个士兵你可以到别的部队当指挥员了，参加项目必须有这样的

心态。参加集体项目对个人的进步来说，不但是主持人的引导，还有同事的启发、实践经验

的积累。对于主持人来说，鼓励成员研究，有助于提高项目水平，不能把成员研究看成“干

私活”，这是狭隘的观念。

( 八) 分享成果。在成果问世时，要对有贡献的成员给以署名上的最大尊重，可以并列

主编，可以署副主编、常务副主编，不可害怕别人冲淡主持人的成果。其实金字塔是一层层

堆起来的，底座大了对金字塔尖( 主持人) 不但无损，反而有益。共同享受成果，既尊重了合

作者，又有益于个人受到尊重，还有利于团结与友谊，这是应当特别注意的。

对合作成果，主要成员在其后因该成果产生的收益的分配方面，应及早达成分配比例

方案，请当事人签字，各存一份，甚至传给子孙，作为凭据，以免纠纷。师生合作，一般以补

贴的形式发给酬金，这相当于预付稿费，一般就不再另付稿费了。大型项目一般是赔钱，经

济收益微乎其微，稿费问题有的不太复杂，但要依法办事，不可忽视。

出版社应尊重作者利益。出版社组织的大型项目，要与作者签订合同，尊重作者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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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和学术贡献。对作者不懂有关出版法律法规的，要予以解释，做到公开公平，不利用作者

有求于出版社或作者不懂得经营而损害作者权益，否则作者一旦明白，就不会再提供书稿，

甚至做负面宣传，出版社也就不可能得到良好的发展。如何构建作者、出版者、发行者、读

者的良好关系链，做到利益公平分配，是做好出版工作，尤其是大型古籍项目出版工作的极

为重要的课题。

作者附记: 2017年 7月 6日古籍小组举办新一届古籍编辑培训班，笔者应小组办公室

周杨同志之约为培训班讲课，命题是《大型古籍项目的规划组织和实施》，讲课之前赶写出

这份讲义。后承《中国出版史研究》编辑部相邀，认为此讲义梳理了古代大型项目的一些规

律，并结合本人闻见所及和实际参与的项目，讨论了大型古籍项目的一些问题，约请发表此

文。这里稍事修订，尚不全面，仅供同行参考。

〔作者杜泽逊，山东大学教授〕

Planning on，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Large Ancient Book Projects

Du Zexun

Abstract: A big portion of ancient book collation projects are large projects which can collec-

tively reflect symbolic cultural achievements during a period of tim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ummarize the way of planning and the experience of organizing and implementing large ancient

book projects． This paper is an amendment to th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the training class of

ancient book editors．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laws governing large such projects in the

ancient times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uthor’s own practical experience，it explores the

issues concerning the planning on，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large ancient book projects

aimed at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into the publishing history of important large

ancient book projects and the current collation and publishing activities of ancient books．

Keywords: large ancient book projects，planning，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funds，

specialized teams，leaders

66 中国出版史研究 2018年第 1期


